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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桑敦無疑是屬于臺灣文學史的，但他與其他外省人一樣，終生不能擺脫懷鄉與

流離的命運。他一生履歷了幾個生活區域：中國東北地區、臺灣、日本、美國。正如陳

芳明指出的那樣，“放逐與流亡是臺灣文學中永恒的主題。”1)又正像賽義德說的那樣：“亡

命使知識人變成與來自于權力、故鄉──內在──存在的種種安慰無緣的周邊存在”，但

“流亡者有兩個視點：過去留下的和現在存在的雙重透視視點。”2)司馬文學的主題也是以

放逐與流亡為中心的。從積極的意義來看，這樣的遷徙生活反而使他接觸了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豐富了他的思考，使他具有了賽義德說的那種雙重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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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芳明 "「百年來臺灣文學與臺灣風格」《中外文學》第23卷9期 1995年。

2) 《知識分子論》P98 Edward W.Said大橋洋一譯 平凡社 引用文筆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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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除了上述國家與地區外，他還注視過的地區就是韓半島。60年代他曾兩次訪問韓

國，作品中也書寫過韓半島。50年代，60年代正是臺灣國民黨獨裁統治最殘酷的時期，

與胡適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一脈相通的司馬桑敦在難以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的情況

下，對韓半島寄予了極大的關心。他對韓半島的書寫與他對臺灣政治趨勢的洞察有著密

切的關聯，也與他的民族主體性認識有著密切的關聯。近年來已出現了一些司馬研究的

論文。3)但對司馬與韓半島的關係還無人涉及。本論文將把論述的重點放在司馬的韓半

島敘述上，通過對小說《高麗狼》與他的韓國遊記的分析，以多元文化的視角來審視作

品，探索這些作品做為後殖民文本的意義，并探索他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認

識的問題及民族主體性認識的問題。

一、司馬桑敦的韓民族體驗與韓人題材創作

司馬桑敦，本名王光逖，1918年出生在遼寧省金縣。他與朝鮮人的接觸及對朝鮮

這個國家(戰後的北朝鮮與韓國)的體驗與關心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

是少年時代，抗日時期。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的游擊隊經驗。1932年司馬14歲

時投奔了嫩江地區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當了少年兵，參加過幾次游擊戰。4)有關這個時

期司馬的行蹤除了周勵的簡單的記述外，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可以了解，更談不到了解

他與朝鮮方面的關係了。但是我們從一些關于東北游擊運動的史料可以旁側了解司馬在

30年代所處的環境。

有關“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歷史，我們從楊松的《論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

和教訓》5)中可以得到一些知識。楊松總結“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區的抗日游擊運動的

特點，第一點就指出它是“自發的全民族抗日解放運動”。他說：“當時東北工人、農民、

學生、教員、商人及一部分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弟都紛紛參加抗日義勇軍、自衛軍和救國

3) 目前有：周勵《火一樣的青春──記我父親王光逖在東北淪陷後的抗日活動》(2001年)、《臺灣

作家司馬桑敦和他的「野馬傳」》(2005年)、《司馬桑敦的短篇小說的鄉土特色》(2006)；應鳳

凰《作家群與50年代臺灣文學史》(1999年)；藤田梨那《臺灣作家司馬桑敦與日本》(2005)、

《暴力與人性的對峙》(2006)等。

4) 周勵《火一樣的青春--记我親王光逖在东北淪陷後的抗日活动》

5) 《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解放》第34期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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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等等，都紛紛起來打日本，保護家鄉。”6)楊松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觸及到游擊隊

中的朝鮮人：“在第二軍王德泰部內，差不多有一半是朝鮮人，就民族歷史、風俗、習慣

等等來說，同中國人大有區別， 但是，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朝鮮民族

獨立總的政治目標下，終竟能夠團結起來，並已組織起朝鮮人的獨立軍，到朝鮮內地去

游擊，喚醒朝鮮民眾上，已收到相當的效果。”7)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東

北的抗日運動是“全民族”性的，里邊有漢人，也有眾多的朝鮮人。朝鮮人中有在東北土生

土長的，也有“日韓合並”及“三‧一獨立運動”後逃亡到東北來的。因此不難想像，司馬在抗

日義勇軍中渡過的幾年中與朝鮮人接觸或目睹他們的行動的機會是很多的，他與他們是

戰友，是同志。他的小說《高麗狼》就根據了這個時期的體驗。

第二期是1950年韓戰時期。此時他已在臺灣，任海軍官校政治教官。這個時期正

是東西抗爭和冷戰的開端，司馬並沒有涉足韓半島，但對韓戰的局勢卻非常注目。在

他，這段時期可以說是想像韓半島的時期。日後他在訪韓遊記「滔滔漢江水西流」「戰

場風腥板門店」「雨蒙蒙，釜山街頭」8)中回憶了戰時的情景。當他看到漢江大橋時不

禁吐出了12年前的感慨：“車過漢江大橋，看到了舊橋橋基纔讓我感到十二年前那場殘酷

的戰爭。我又重新回憶起那幅可怕的圖畫：破壞了的漢江大橋上面，挂滿了成千上萬受

難的韓國人民。在當時，他們的希望，和他們的自由，唯一的寄託就在這座受傷了的橋

了。”9)對韓戰的如此鮮明的記憶證明司馬當時非常關心韓半島的情形，他通過報刊上的

報導、圖片已深切地感受到那場戰爭的殘酷。

他對釜山也有一番感懷，他說：“老實說，釜山，這個對自由世界貢獻過它的堅強

的堡壘作用的城，是我很早就嚮往一看的歷史名城。1950年8月中旬，聯軍和韓軍只剩

下這最後一個堡壘，假若釜山也淪陷了的話，大韓民國和聯軍支持下的所謂自由世界，

究將如何寫下這段歷史，這是頗饒興趣的，沒有釜山，真可以說也就沒有了韓國。”10)司

馬對釜山、漢城的記憶都與韓戰緊密聯結在一起，而且通過韓戰，他對韓半島的認識從

反抗日本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的層面發展到關注東西對立的局勢，思考自由

世界之未來的廣大層面。

6) 《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p5。

7) 同上 p7。

8) 收《愛荷華秋深了》 爾雅出版社 1977年。

9) 《愛荷華秋深了》p135。

10) 《愛荷華秋深了》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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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是1963年、1964年兩次訪韓時期。當時司馬已以《聯合報》特派記者的身

分長期旅居日本。1963年11月司馬隨中國記者團應韓國軍人執政團的邀請，訪問韓國，

觀察軍人執政團革命後第一次民主選舉。訪問期間他了解了李承晚、朴正熙的政治觀點

的不同，采訪了朴正熙當局的選舉會場和“四月革命”暴發地塔公園。還采訪了朴正熙的政

治對手尹潽善。通過采訪，他開始警惕韓國的軍人獨裁政治的發展。除了政治采訪外，

司馬還觀察了韓國的文化、歷史、經濟生產、韓國人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感情表現

等。1964年8月他又隨張群特使再次訪韓。這次訪問中，他著重調查了韓國的學生運

動，他深入到學生、大學教授、媒體工作者、一般民眾中，了解民眾對朴正熙獨裁統治

的不滿，感受到韓國民眾有爭取民主自由的力量和勇氣。在第二次訪韓中他還有機會去

了他嚮往已久的釜山，參拜了聯軍戰士公墓。兩次訪韓使他深入地、切實地了解了韓

國，他寫下了9篇走訪紀錄，文中提示了他所關注的政治、文化的問題，特別對處在後殖

民狀態下的國度與民族將如何重構自己的主體性的問題上，以韓國為一個顯著的實例，

為臺灣和其他後殖民國家提出了重要的啟示。

從歷史階段來看，上面三個時期正是抱括韓半島在內的亞洲諸國從被殖民到獨立，

以及獨立後次第進入後殖民的時代。通過上面列舉的三個時期，我們可以知道，在司馬

人生的幾乎三分之二的時期內都有過與韓半島及朝鮮人的接觸和關注。特別是他擔任

《聯合報》政治記者後，在他眼里，韓半島更是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區域。他的所有涉

及韓半島的作品都作于韓戰之後，《高麗狼》的發表是在1955年，已是東西冷戰開始之

後；韓國遊記涉及的是60年代的韓國民主主義運動。因此他的作品必然地都與從殖民到

後殖民過渡的歷史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反應著他的時代認識。這是我們在研究時不能

忽略的問題。

二、從後殖民角度解讀《高麗狼》(1) 地理上、政治上的周邊性

《高麗狼》(1955年)描寫活躍在長白山中的一個遊擊隊首領──一個朝鮮人的故

事。這篇作品與其他“韓人題材作品”有所不同。因為從１９世紀末到20世紀的結束，幾

乎所有描寫朝鮮的作品，比如20世紀10、20年代郭沫若的《牧羊哀話》，蔣光慈的《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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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江上》，台靜農的《我的鄰居》，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問世的夏輦生的《船月》

《回歸天堂》，都以日本統治朝鮮為背景，描寫朝鮮人民的悲苦、反抗、犧牲。這些作

品成為目前韓國學者們最注目的所謂“韓人題材小說”。學術界的關心同時也界定了“韓人

題材小說”的基本性質。而與這些主流性的“韓人題材小說”相比，歌頌朝鮮人反抗日本，

或描寫朝鮮人流離失所悲慘命運卻沒有成為《高麗狼》的主題，使它顯得頗有遜色，所

以至今還沒有人把它做為“韓人題材小說”研究過，筆者在很長一段時間也一直懷疑它是否

可以算作“韓人題材小說”。

《高麗狼》被主流性的“韓人題材小說”摒至周邊，其實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時間與主

題的設定上與以往的“韓人題材小說”有所不同，它顯示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性質。以我們

以往的論述方法和視角是不能進入它的深層意義中去的。只有當我們用後殖民文學的視

角來分析這篇小說時，纔可以辨認出它的與眾不同的特質來。

《高麗狼》的時間設定在日本戰敗後，國共內戰的時期。即帝國統治的中心崩潰

後，本土勢力與周邊勢力的崛起、交錯、相互抗衡的時期。這樣的時代背景的設定暗示

著《高麗狼》要描寫的是帝國“中心”崩潰後的周邊性的抬頭。“「中心」的消亡導致對複

合體的妥當性的確認。在失去「中心」的世界中，周邊性便成為建構現實的重要因素。

人種、性別、心理的「正常性」、地理或社會的距離、政治上的排除等，所有周邊化的

言說在此交錯，解消中心與周邊的地理區分，構成聚集復雜交錯、混合經驗的現實認

識。”11)這是《逆寫帝國》中分析新西蘭作家Janet Frame的作品的邊緣性問題時所提

示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也可以運用到《高麗狼》的分析上。這篇小說將地點設在中國

東北的長白山原始密林中，日本戰敗後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主要政治力量共產黨和國民黨

的角力抗爭，他們開始收編東北地區的游擊隊、綠林組織，以擴張自己的勢力，力圖形

成新的勢力中心。登場人物高麗狼與黃老人、‘我’、小宮分別體現了他們在政治上和地理

上的周邊性和中心性。

(一)、地理上的周邊性

《高麗狼》開首第一句便是：“一走進黃松甸子車站，我的嗅覺就似乎聞到了狼的

11) 《逆写帝国》, 日语版　《后植民文学》p.187, 木村茂雄译, 青土社 引用中文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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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12)黃松甸子位于長白山東北部，是日本統治時期伐木工開發出來的小山鎮，又是

通往長白山心臟部的重要孔道。高麗狼的武裝勢力範圍就是抱括黃松甸子、額穆索的長

白山一帶地區。長白山地區與朝鮮一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地理上屬于周邊區域；

另一方面，從中國大陸的中原地區來看，它亦是屬于周邊的。這篇作品從一開始就設定

了一個地理上的周邊區域，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

除了高麗狼的部隊外，還有一個以黃老人為首領的綠林組織也盤踞在黃松甸子。

‘我’則來自重慶‘中央’、小宮來自海參威。‘我’本來也在長白山打游擊，是高麗狼的好朋

友。但十年前離開長白山，到重慶搞抗日活動，日本戰敗後，‘我’受‘中央’的派遣來收編

高麗狼的武裝力量。《高麗狼》中地理上的周邊性主要通過‘我’對長白山所感到的隔絕感

和疏遠感強調出來的。當‘我’回到闊別十年的黃松甸子時，不由地將這個原始山林與‘中央’

作了一個對比：

我離開黃松甸子已經有十年了，如今已經面目全非，使我觸目盡都是

一片陌生。

這一夜，(中略)使我溫習起幾乎被我忘掉了的那些共同困守在原始森

林內的相同於動物間的溫情。雖然，這些年間政治生活上的教養，使我變得

嬌弱了，退嬰了，對於這些未加磨琢的感情，感到有些粗糙，但是，出自一

種誠摯的安堵，卻占有了我的思想，我和這些人的交談，自然的便消散了另

一種社會所必具備的猜疑和憂慮的情感。

我意識到在自然中鍛煉出來的人物，能和自然同樣堅強的。而我遠離

自然太久了。我默默的觀察到自己軟弱了。13)

長白山是屬于原始的，在那里生活的人是堅強的。他們的情感“相同於動物”般的溫暖，與

城市社會的“猜疑和憂慮”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是“周邊”與“中心”的具體對照。當時延安共產

黨總部的作戰重點是：奪取城市，占領工礦區，截斷鐵路線，控制交通要道，徹底殲滅

敵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後八路軍已配合蘇聯紅軍解放和掌握了東北主要城市和農村。

但是他們還沒有涉足長白山原始密林，那里便成為綠林組織、游擊隊、山賊們盤踞的地

盤。在作品中作者幾次稱長白山為“原始森林”，其意在于強調長白山的周邊性。在這長白

12) 《山洪爆发的时候》, p127 司马桑敦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60年。

13) 《山洪暴發的時候》p128~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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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原始密林里盤踞著朝鮮族武裝力量。朝鮮族從中國的角度看自然是少數民族；從韓半

島的角度看，在過去的被侵略被統治的漫長歷史中大量的朝鮮人流亡到中國東北地區，

成為流亡人種聚集的地區。所以高麗狼和他的部隊里的朝鮮人在體現地理上的周邊性的

同時還體現了政治上的周邊性。

(二)、政治上的周邊性

《高麗狼》的主要情節是游擊隊首領高麗狼與國民黨和共產黨、蘇聯紅軍的較量。

其中穿插了高麗狼與朝鮮姑娘‘仙女’的愛情故事。‘我’代表國民黨、小宮代表共產黨，他

們帶著收編地方武裝力量的任務來找高麗狼，‘我’和小宮本來都與高麗狼同在一個游擊

隊，彼此是好朋友，但他們再次見面時各自的立場不同了，以前的朋友現在成了敵人，

他們三個人的關係變得很微妙。在他們各自揣測不安的時候，又有十八個蘇聯紅軍突然

來到高麗狼的寨子里。高麗狼、‘我’、小宮、蘇聯紅軍，這正象征了當時東北地區的政治

局勢。在長白山原始密林中四局對峙，展開了一場復雜的角力爭執。高麗狼對這些政治

對手采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高麗狼與‘我’的較量是通過以下的對話展開的：

高麗狼 ：幹什麼都可以，只要自由自在，我們自己認為順氣就行。

我 ：除了自己，你已經不再考慮革命？

高麗狼 ：什麼革命？自己就是革命。還有比解放自己，為尋求自己的

自由，更革命的事嗎？

我 ：難道，你不再考慮許多人民和你的國家？

高麗狼 ：你怎麼說的這樣抽象？你能把自己和人民分開嗎？你會說我

自己不是人民嗎？你要把我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嗎？

我 ：當然，我不打算把你和國家對立起來，不過單是你自己不能

代表國家的！

高麗狼 ： 相反，我以為我就代表國家！

高麗狼 ： 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靈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沒有

別的！14)

14)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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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高麗狼圍繞著革命、自由、國家爭論，得不到一致的意見。為什麼不能一

致？是因為他們所說的自由、國家的意思和角度不同，‘我’是站在‘中央’的立場，從掌握

整個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的，‘我’所說的國家指中國。而高麗狼卻是站在自己的民族的立

場，他所說的國家並不指中國，而是他的民族。這就反應了高麗狼的主體性意識。他最

後說他為了保護他的夫人‘仙女’而不願交出自己的力量。但實際上‘仙女’是一個象征，她

象征著高麗狼的“全世界”“全靈魂”。我們不能忽略‘仙女’所象征的世界其實就是朝鮮戀歌

《阿里朗》所暗示的世界。這里表現的是在長白密林中政治方面的“中心”與“周邊”的對

立，從民族角度看，又是漢韓的對峙。有關《阿里朗》象征性問題我們准備在下一節討

論。‘我’面對高麗狼的表白顯得很恐惑：

我為他如此堅強肯定的語氣，喫了一驚。我們都無言，我一時找不出

適當的語詞可以支持他，但我也無從反對他，其實，我等于剛剛發掘了他靈

魂深處所埋藏的東西，他的愛竟是如此的頑固而執著，我是如此驚訝，因而

為之一時莫知所措。15)

‘我’的心理明顯地表現出與高麗狼的隔絕，同時又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即‘我’對高麗狼

的認同，使高麗狼的地位與‘我’平等。這實際上是對周邊性的強調與認同。

高麗狼對小宮，開始也是以朋友相待的，但他也沒有接受小宮的收編，在蘇聯紅軍

強奸了‘仙女’後，高麗狼一氣之下把小宮槍斃了。對蘇聯紅軍的士兵，開始高麗狼特意宴

請他們，‘仙女’也來陪宴，但喝醉了的蘇軍士兵們竟合夥強奸了‘仙女’，高麗狼不忍看‘仙

女’被糟踏，一排子彈打死了所有的蘇軍士兵，也打死了挾在里邊的‘仙女’。從那以後高麗

狼開始燒殺整個額穆索，破壞蘇軍火車運行的鐵路，到此，高麗狼對‘我’、小宮以至蘇聯

紅軍完全采取了拒絕的態度。

1945年以後，國共雙方都積極開始收編和接收東北的武裝部隊，‘我’和小宮正是代

表了當時國共兩方的政治力量，而活動在深山密林中的游擊隊、綠林部隊都是國共雙方

力求收編的周邊力量。高麗狼與他們的對立表明了日本帝國的中心崩潰後，周邊力量的

抬頭，以及周邊力量拒絕接受任何企圖構成新的主流力量的收編和壓制。《高麗狼》的

收尾部分描寫高麗狼的瘋狂狀態：

15)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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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的獸性繼續高度的發作起來。我目睹著他放火燒了自己的寨子，同

時，也燒了整個額穆索。清晨的昏闇中，許多老百姓，從火中驚醒，哭嚎著

來往奔走，而狼卻睹情縱聲大笑。

狼可怕的瘋了!(中略) 他對于一切遭遇在手下的生物，一律格殺無

論。(中略) 咆哮著：「我要幹掉一切！一切！」16)

恐怕在評價《高麗狼》文學價值時上面所舉的部分是最難估價的。高麗狼因‘仙女’的死而

獸性大發，如此瘋狂無忌，這對于主人公形象塑造上不能不承認是很不利的。作者司馬

桑敦也在《山洪暴發的時候》序文中說道：“假若有人問我，在這七篇短篇小說之中，我

自己比較最中意的是那一篇的話，我該指出，我曾對「高麗狼」寄過很大希望的，可惜

我未把它描寫成功。”17)他所說的描寫上的未成功或許是指這一部分。即為了保護‘仙女’

而拒絕收編的行為和那以後燒殺百姓的行為，作者並沒有處理好這兩個行為的內在關聯

的問題。致使作品欠缺了它必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主題上出現分散的現象。

從“中心”與“周邊”的關係角度來看，我們能夠肯定的是作者試圖體現以前的“中心”解

體後，處在政治邊緣地區的無秩序，在無秩序中確認“周邊性”的強化。作者曾身經國共內

戰，目睹武裝勢力間的混戰和人民生活的混亂、悲慘。18)他試圖通過創作揭露未被寫出

的歷史。正象陳芳明所指出的那樣：“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這樣的，人們這樣看世界，無

非是受到主流文化或霸權論述的影響。”19)

《高麗狼》作于韓戰之後，正是司馬桑敦密切關注韓半島的第二期。韓半島受著共

產社會和自由社會的主宰，被南北割斷，成為東西冷戰的象征。這個事實自然會給司馬

帶來深切的反思。他的問題意識已從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轉移到聯結整個亞洲和世界，反

抗霸權，爭取民族自由的範圍。

16)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8。

17) 《山洪暴發的時候》p3。

18) 參看《野馬傳》及自序。司馬桑敦文星書店。

19) 陈芳明, 《後殖民臺灣》, p10 麥田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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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後殖民角度解讀《高麗狼》(2) 作品中《阿里朗》戀歌的象征性

《高麗狼》中，游擊隊首領高麗狼無疑是異民族存在的主要人物，但除了他以外，

還有一個朝鮮人在作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是所有游擊隊員都傾慕的‘仙女’，又是高

麗狼的老婆。‘仙女’是一位非常美麗的朝鮮女子，作品中有這樣的描寫：

她的美麗驚倒了我們游擊隊整隊的人，幾乎立刻我們便共同贈送給她

一個「仙女」的綽號。(中略) 我們把她尊為女神，尤其是狼，素以情感淡

泊著稱的，竟也在她唱完了他們高麗的鄉音「阿里朗」戀歌之後，大大的動

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淚。狼立刻便愛上了她。20)

必須注意的是，所有的人傾慕于‘仙女’是因為她表面的美，而高麗狼的傾心則是因

為听了她唱的高麗鄉音《阿里朗》，他為這首歌流了很多次眼淚，這表示的是怎樣的意

義呢？作品中兩次提到這首歌，歌詞用了高麗鄉音韓語的表音：

阿里朗，阿里朗，

阿里朗約！

阿里朗勾戛婁，惱麻幹達，

那魯巴里勾，戛西嫩甯姆恩！

······。21)

作者在文中對這首歌沒有作解釋，而是在作品後面加上了注解。就是說作者故意將

韓語的《阿里朗》引進作品中，構成一個朝鮮人獨有的空間。‘我’與‘仙女’之間本來也有

戀情，但‘我’最終不能突進朝鮮人的空間。

《阿里朗》是朝鮮最有代表性的民歌，不僅朝鮮人誰都會唱，就是在日本、中國和

亞洲其他國家也成為膾炙人口的歌曲。但這首歌的誕生卻體現了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

悲慘歷史。宮塚利雄在他的《阿里朗的誕生》22)一書中，披露了他對《阿里朗》調查的

20) 《山洪暴發的時候》p135。

21)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3。

22) 《阿里朗的誕生》, 宮塚利雄, 創智社,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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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和歷史。據他的調查，《阿里朗》本來是李朝末期的勞動歌，1869年重建景福

宮時大批的農民被動員參加營造工程，在艱苦的勞動中，勞工們編了這首歌來鼓勵自

己。以後朝鮮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阿里朗》歌曲，曲調和歌詞都有所不同。但《阿

里朗》真正成為代表朝鮮命運的歌曲是在1926年羅雲奎主演的電影《阿里朗》上映之

後。當時朝鮮在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都受到日本的統治，所有文藝作品都要受到日

本總督府的嚴格檢查。這部電影巧妙地潛過日方的檢查，在漢城上映。上映之後，人氣

暴發，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跑去觀看，特別是主題歌《阿里朗》扇動了所有觀眾的心，以

致在電影院里，全體觀眾一起合唱。而且這首歌很快就傳遍了整個朝鮮半島。

1927年京城廣播電臺的開設，1928年日本哥倫比亞唱盤公司開始錄制朝鮮歌曲，

1931年日語歌《阿里朗》唱片首次上市，即媒體傳播在朝鮮的發展促進了《阿里朗》歌

曲的海外傳播。在日本出現了很多日本式的《阿里朗》流行歌曲，在中國的東北地區也

十分流行。這些流行歌的歌詞都不相同，意思也多有變動。但將《高麗狼》中的《阿里

朗》歌詞與這些流行歌相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歌詞與這些後來流行的歌曲不同，而

與電影《阿里朗》的主題歌相近。試將二者並列如下：

《高麗狼》後面的注解： 電影《阿里朗》的主題歌：

阿里朗，阿里朗 阿里朗，阿里朗，阿里朗約！

越過阿里朗的嶺， 越過阿里朗的嶺，

你的腳就會疼起來， 棄了我而去的你，

因為你是負心的薄幸人兒！ 走不到一里路你的腳就會疼起來。23)

《阿里朗》的意義是怎樣的？宮塚利雄在他的著作結尾引用了慶熙大學徐延範教授

的意見回答了這個問題。“民謠「阿里朗」是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喚醒朝鮮民族魂，點燃朝

鮮民族的心燈的歌曲。(中略) ‘丟掉我而去的你’的‘我’暗示著祖國，人民。丟掉祖國，人

民而去的人，‘走不到一里路，腳就會疼起來。’這是表示愛國心高揚的內容。”24)做為勞

動歌的《阿里朗》在日本帝國的殘酷統治下逐漸轉變成象征民族的苦難和悲哀的歌曲，

在日統時代用韓語唱《阿里朗》時，所有韓半島的人民都會感受到這首歌所表達的意

23) 《阿里朗的誕生》，p49。

24) 《阿里朗的誕生》, p336-p337。引用文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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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都會沈浸在同一個文化氛圍和民族感情中，而統治者卻無法進入，所以在殘酷的帝

國統治下，《阿里朗》仍是朝鮮人民可以享受的自我表達的空間。高麗狼為這首歌流了

很多次眼淚，這絕不是因為感于歌聲的優美，而是因為他沈浸在朝鮮人獨有的感情空間

里，與這首歌所表達的民族感情強烈共鳴。

司馬桑敦對朝鮮民歌《阿里朗》一直是很重視的，滿洲國時代他在東北生活，自然

會耳熟于這首歌。直到1963年去韓國訪問，他還談到這首歌。他在訪韓遊記《青雲閣上

霓裳舞》中談到韓國的流行歌，他說：“韓國自家的流行歌，再沒有比「阿里朗戀歌」和

「鳳仙花之歌」出名了。這兩支歌都是女低音唱的，曲調幽沈哀傷，如訴如泣。有位韓

國文學家曾評價這兩支歌與韓國人民被壓迫的歷史相關，據說，《阿里朗戀歌》是反應

李朝末葉被迫勞役的農民的歌子，歌詩情節像中國的「孟姜女」。”25)這里雖然沒有指明

李朝以後日本對朝鮮的統治，但在“這兩支歌與韓國人民被壓迫的歷史相關”一句話中就已

暗示了受日本統治的歷史。

朝鮮民歌《阿里朗》在《高麗狼》中出現了兩次，兩個場面，這兩個場面與這首歌

的象征意義有著密切的關聯。第一次是十年前，‘我’和高麗狼一起在原始密林里初次遇到

‘仙女’的時候，“我們是在樺甸渾發河下游遇見的。(中略) 尤其是狼，(中略)竟也在她唱

完了他們高麗的鄉音《阿里朗》戀歌之後，大大的動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淚。”26)他們

第一次遇見‘仙女’的時候也是第一次听她唱《阿里朗》戀歌的時候。這個時期正是抗日時

期，《阿里朗》戀歌正象電影《阿里朗》一樣，象征了被殖民統治的朝鮮，反應了朝鮮

人民的悲哀和反日感情。

第二次是日本投降後，‘我’來訪高麗狼，偶然一隊蘇聯紅軍也巡邏來到高麗狼的陣

營，晚上高麗狼宴請這些蘇聯紅軍，在席上‘仙女’唱了《阿里朗》戀歌，但她的美麗的歌

聲卻引來了巨大的不幸。蘇聯紅軍興奮之余竟一擁而上，把‘仙女’強奸了。最後蘇聯紅軍

連同‘仙女’都被高麗狼打死了。高麗狼的瘋狂燒殺也就由此開始。很明顯，《阿里朗》在

這里暗示了悲劇的開始。考慮到這部作品的寫作時期，再聯係到作品中的時代、蘇軍的

暴行，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推測，第二次的《阿里朗》象征了日本投降後接種而至的韓

戰給韓半島帶來的命運。正象徐延範教授指出的，《阿里朗》中的‘我’象征了朝鮮國，即

‘仙女’在這里以換喻的形式象征了朝鮮。《阿里朗》戀歌，第一次象征了日本殖民地朝鮮

25) 《愛荷華秋深了》p154。

26) 《山洪暴發的時候》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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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哀和反抗；第二次則象征了二戰後再次受到東西強權國家分割、統治的朝鮮的不

幸。高麗狼曾大聲疾呼：“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靈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沒有別

的!”27)這正表明‘仙女’是一個象征，是民族，祖國的象征。

《阿里朗》戀歌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不僅于此，它還構成了劃界漢人與朝鮮人的文

化空隙。作者以韓語引用此歌，在文中并沒有加解釋，顯示出這部作品的文化橫斷的性

質。‘我’雖然很愛‘仙女’，但終無法介入高麗狼的世界，‘我’最後下的判斷是：“他們都是高

麗人，他和她應該是一對！”28)‘我’決定離開狼，“另找一條抗日的路去”，29)這就是十年

前‘我’離開高麗狼的理由。在這里，高麗狼和‘仙女’被他者化。‘我’、小宮以及黃老人與高

麗狼形成兩個即有一定交流但最終不能完全勾通的空間，這樣的局勢也可以用“中心”與

“周邊”的緊張關係來表示。30)兩個空間是兩個不同文化的世界，《阿里朗》戀歌表示的

是在這兩個文化的鄰接面上存在著的不可介入的差異性的空隙。這實際上正是後殖民文

學的一個特性。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中心原理就是“要試圖實現在文本中刻印出圍繞現場主體性必然

存在的差異性和不在性。對完全對立的兩個話語，進而言之，對政治的、文化的同一化

的可能性的明確化，同時也應是對橫在二者之間的文化空間的輪廓的描出。而這個保持

空白的空間才是做為產生差異性的場所，是後殖民文學中不可欠缺的空間。”31) 這個原

理在文本實踐上時常反應在本土語言、對話的不加注解的直接引用上。《高麗狼》中的

《阿里朗》可算是一個恰當的例子。這首歌確實起了一種民族誌的機能，但更重要的是

它以語言的距離維持了文化橫斷式文本的“空隙”，提示著作品的主題──差異性的表明。

高麗狼的固執於‘仙女’和固拒於‘我’和小宮的收編都強調了上面所說的差異性。‘我’與

高麗狼再會的時候，這個差異性就明顯地表現出來：

我立刻從他面孔上看出他的一種矜持，一種不真實的矜持，(中略)他

那張慘白的面孔，和那雙為高麗人專有的細小的眼睛，都暴露出他心理上正

孕藏著非常滿足的矜持。32)

27) 同注14。

28) 《山洪暴發的時候》p135。

29) 同注28。

30) 参考《逆写帝国》, 日语版 p.109, 引用中文笔者译。

31) 《逆写帝国》, 日语版 p.100-101, 引用中文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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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狼的矜持表示著他的自負，這自負來自他擁有的強大的武裝力量和‘仙女’，但

同時他的矜持又拉開了他與‘我’的距離。在‘我’，高麗狼的矜持顯得“不真實”，而且把“高麗

人專有的細小的眼睛”與狼的矜持連在一起，明顯地劃界出異民族的特點，強調了‘我’與狼

的差異性，‘我’不得不對狼提起一種警惕心。‘我’ 與高麗人‘仙女’完全隔絕，但狼與‘仙女’

卻是完全的一體。他正是為保護‘仙女’而拒絕任何收編的。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完全

被摒出高麗狼的世界。

我為他如此堅強肯定的語氣，喫了一驚。我們都無言，(中略) 我等于

剛剛發掘了他靈魂深處所埋藏的東西，他的愛竟是如此的頑固而執著，我是

如此驚訝，因而為之一時莫知所措。33)

‘仙女’對於高麗狼的意義正如上邊所述，是祖國和民族的象征。而對於‘我’來說，‘仙

女’只是一個美麗的高麗女人。他們“彼此無言”和‘我’的“莫知所措”都表示著他們之間的這個

差異性和“沈默的空隙”。‘我’與高麗狼的訣別在“狼可怕的瘋了”以後，“過後不久，我和老

癩不得不離開了他。他的下落再不知道了。”34)這正表明‘我’在對‘仙女’的愛上，在對高麗

狼的收編上都失敗了。來自民族、文化的差異是導致這個結果的重要因素。新的“中心”對

“周邊”控制的失敗，反過來說又表明了“周邊”力量的抬頭。

綜上所述，對於《高麗狼》這篇作品，如果仍用目前主流性的觀點，即朝鮮受日本

帝國的統治，對他們的悲慘、他們的抵抗如何描寫，作者對他們的同情和共鳴如何表

現，如果只從這樣的角度看，我們對這篇作品是很難作准確的解讀和評價的。而從後殖

民文學的角度來看時，我們便可以發現作品中隱含著的後殖民文學的特質，摸索到作者

試圖表現的“中心”與“周邊”的關係，文化橫斷式描寫時必然要確認的存在于不同文化接觸

面上的差異性，以及處在周邊空間的民族的主體性。當司馬桑敦寫作《高麗狼》時，即

1950年代，當然還沒有後殖民文學理論的出現，但當時東亞各國已進入後殖民時代，司

馬對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的關注意識已呈現出從殖民到後殖民的過渡，我們從

32) 《山洪暴發的時候》p137。

33)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5。

34) 《山洪暴發的時候》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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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韓國遊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高麗狼》不僅僅是對國共內戰時期的描寫，

還暗示了50年代韓半島的遭遇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這篇小說是後殖民

文本的一個嘗試，為我們展示了“韓人題材小說”的新天地，我們可以把《高麗狼》定位為

後殖民文本性格的“韓人題材小說”。

四、從六十年代旅韓遊記看“後殖民”韓國

司馬桑敦曾經兩次訪問韓國，一次是1963年11月至12月，另一次是1964年8月

間。日後他將當時寫的旅遊記收進《愛荷華秋深了》中，在「寫在前面」中說：“這是一

本紀錄一個人人生旅程的小集子，能向讀者提供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真實的但不成體係

的思想而已。”35)在他的人生旅程中韓國起了怎樣的作用？韓國對他的“真實而不成體係

的思想”起了怎樣的作用？

司馬的遊記對韓國記述的重點可以歸納為三點：１,韓國的風土與文化；2、對韓戰

的回顧；3、獨立後的政治趨勢、民主政治的胎動。這三個方面實際上都反應了司馬的後

殖民主義意识與民族主體性的認識。對於我們摸索戰後他的思想發展的軌道具有很大的

意義。

（一）、高麗半島與故鄉比鄰

司馬首次訪韓的遊記一共五篇，每篇都冠著七字一行的題目，「滔滔漢江水西

流」、「塔公園往事堪哀」、「青雲閣上霓裳舞」、「戰場風腥板門店」、「尹潽善深

院清秋」，可見他對這次訪韓寄予了極大的興味。

遊記開首就記述了他剛到韓國的感觸，“從空中望見漢城的時候，我意識中重新溫

習起一種大陸人的感覺，真的，高麗半島上的山光水色太象北中國的大陸了”。36)當他走

下飛機時這種大陸的感覺更加強烈起來：“我意識到這純粹屬于大陸味道了，我更意識到

35) 《愛荷華秋深了》p1。

36) 《愛荷華秋深了》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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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闊別十四年第一次在「歐亞大陸島」上登陸了。高麗半島和我的故鄉比鄰，我覺

得被故鄉的風吹拂著了。”37)僅僅几行文字已真實地傳達了他的懷鄉激情，告訴我們，韓

國對他來說是與故鄉東北相近的、喚起鄉愁的土地。這種親近感不僅來自韓國的風土、

氣候，還來自漢城的文化氣氛和文化歷史，如南陽門、雍仁宮、大漢門、國立博物館、

成均館大學的儒學科目、漢城的中國大使館等，都使他感受到中國文化對韓國的影響。

但其實他的這種感覺恰恰與他所看到的韓國的現實形成時代倒錯性的對照。

當一位韓國朋友向他介紹了韓國被中國、日本奴役的歷史，說“如今，我們還是受

人支配：一半屬于俄國，一半屬于美國！”38)時，司馬深切地感嘆道：“從歷史角度來理

解一個民族心理的形成的話，他的想法未始不應予以同情的。”39)他首先意識到“目前這

個正向民族獨立邁步的韓國”，“第一步工作則是要設盡方法來沖洗中華的色彩”，40)即禁

用漢字。對於這一點，司馬并不贊成，因為漢字的禁用與他所感受的漢城的氣氛頗有隔

絕。他指出：“縱然這步工作，未必對於他們的獨立文化有建設，有效果，但，只要對於

他們民族的信心有幫助，他們還是要硬幹下去的。老實說，忍受落後，寧開倒車，幾乎

是現代新興國家民族主義思潮中最普遍的一個傾向，你不能責備他們，可也不能太禮贊

他們。”41)帝國的殖民地統治與語言控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可以說語言的統治體現了

壓抑殖民地的最重要的特質。二戰前所有亞非及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

存在。韓國從古代就一直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和統治，語言表達均用漢字。1910年淪為日

本的殖民地後，又改用日語。漢字、日語長期以來牽制了他們的民族自信。所以獨立後

他們第一步要作的就是文字的轉換。司馬桑敦在漢城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時

他的意識中不能沒有臺灣，從日文轉向中文，在當時的臺灣可謂一個巨大的文化轉向，

同時這又是所有殖民地國家獨立後必經的文化獨立的道路。實際上這也是後殖民文化的

一個重要的課題。司馬把韓國的文字政策看做“忍受落後，寧開倒車”的現象，這可以說是

對战后韓國的較刻薄的評價。但他以新興國家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個普遍現象來看待這個

問題，客觀地承認這樣的文化轉向的必然性，承認文化轉向與民族主體性的內在關係，

把它看成是由被殖民到真正獨立的過渡期中的一個文化現象。這證明他在從殖民到後殖

37) 《愛荷華秋深了》p134。

38) 《愛荷華秋深了》p136。

39) 同注38。

40) 《愛荷華秋深了》p137。

41) 《愛荷華秋深了》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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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過渡的過程中，已開始以文化橫斷式的多元視野，來認識文化轉向與民族主體性建構

的關係。

(二)、回顧韓戰

司馬在遊記中幾次提到韓戰。在他第一次看到漢江時，就立刻聯想起1950年的那

場戰爭，他說：“看到了舊橋橋基纔讓我感到十二年前那場殘酷的戰爭。我又重新回憶起

那幅可怕的圖畫：破壞了的漢江大橋上面，挂滿了成千上萬受難的韓國人民。在當時，

他們的希望，和他們的自由，唯一的寄託就在這座受傷了的橋了。”42)韓戰時司馬在臺

灣，但他對這場戰爭曾非常關注。访韩中，他特地去了板門店，觀察了這個軍事共管區

的情形，自由橋、士兵住宅、不歸橋、會議室等等。1962年以後板門店已成了旅行觀光

點，每年都有大批的東西雙方的遊客來參觀，司馬在遊記中寫道：“這些參觀的人是來找

和平的象征或是冷戰的標本？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就我自己來說，則是肯定了後

者。”43) 他很清楚地認識到這里是蘇聯和美國兩大強權對峙的象征。

司馬在第二次訪韓時，特地去了釜山，參謁了聯軍戰士公墓，釜山是司馬早就嚮往

一看的歷史名城，那是因為釜山在韓戰時曾經成為聯軍和韓軍的最後一個堡壘，在這里

戰死的聯軍兵士達一萬四千多人。他特別提到了土耳其士兵的英勇，在公墓里，他看到

了土耳其士兵的墳墓，他寫道：“墓上插著土耳其國旗上彎月和星的標識，整齊的一面，

排列的很遠。這整齊排列著的墓標，現在看來頗為壯觀，但，若想起當年血肉模糊的一

面，卻未免令人不勝唏噓了。(中略) 我想，這個國家的人民真正自由的日子雖尚遠，

但，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英雄已為這自由付出很大的代價了。”44)

司馬桑敦之所以如此重視韓戰，自然與當時臺灣在國際關係上的處境以及整個亞洲

的政治局勢密切關聯。司馬以政治記者的意識，必然要深切洞察大局和其中幾個關鍵國

家的命運。韓國做為東西冷戰的標本不能不成為他關注的對象。不能否認，在司馬的意

識中有對共產社會的反感，但實際上他所追求的自由世界并不等于認同美國的支配。蘇

美對韓半島的控制無疑是在政治、軍事上對韓半島的再統治，所以司馬說“這個國家的人

42) 同上 p135。

43) 同注42。

44) 《愛荷華秋深了》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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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真正自由的日子尚遠”，45)他所說的“這個國家”不僅指韓國，還泛指整個韓半島。他寄

予韓半島的希望是民族自身的主體性的獨立和自由。

(三)、對韓國政局與學生運動的關注

司馬的兩次訪韓都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第一次是應韓國軍人執政團邀請，為觀察

軍人執政團革命後第一次民主選舉訪韓的。第二次則是臺灣張群特使隨行記者身分。因

此他的遊記中觸及到韓國政局的內容就比較多，可以說這是他主要的公務。但除了這樣

的公務以外，他還准備了他自己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對韓國知識人、學生的民主主

義運動的了解。比如，第一次訪韓時，他去了塔公園，那是1960年4月韓國學生反對李

承晚政權的民主運動的發源地，又稱“四月學生革命”，這次運動推翻了李承晚的獨裁政

府，使韓國向民主主義社會邁進了一步。繼而發生的朴正熙的軍事政變是承了學生運動

勝利之風一擁而衝上政壇的。司馬介紹說：“這場革命，完全由學生發動的，學生大都是

赤手空拳未使用一槍一彈而獲得成功，這是值得特別一書的。（中略）朴正熙一班人也

自稱他們的軍事革命只是學生革命的延長，可見這個運動的精神在韓國政治上是具有相

當分量的。”46)司馬在分析李承晚獨裁政治及後來的軍政獨裁的朴正熙政治時，總是將韓

國知識分子、學生的民主精神放在與政府對峙的位置，以對照的形式來批判獨裁政治。

司馬在第二次訪韓時更加關注了學生運動，因為當時日韓之間正在進行著日韓條約

協商會議，朴正熙為了爭取日本的貸款，在戰爭責任問題和經濟協助上都大幅度地迎合

了日本政府。對此韓國人民紛紛起來抗議，3月27日漢城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遊

行。到5月20日遊行活動擴展到全部漢城，學生與警方開始發生衝突。6月間朴正熙宣布

非常戒嚴令，8月政府通過了兩個法案，即「學園保護法」和「言論倫理法」。這兩個法

案馬上又激起了更大範圍的國民的反對。司馬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再次訪韓的。所以他

一到漢城就開始采訪學生、教師和媒體人員，極力想了解運動的內情。他從一位漢城大

學教授那里了解到韓國學生運動與韓國民族獨立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它繼承了1919年

“三‧一獨立運動”的傳統，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中不斷發展，已成為韓國知識分子反抗

專制統治的傳統，并肯定1964年5月的學生運動是民族主義性質的運動。朴正熙政府對

45) 同上。

46) 同上 p147。



臺湾作家司馬桑敦的韩国叙述 393

學生運動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很引起了司馬的注意，他在遊記中寫道：“最值得注意的

是，這位以學生革命之延長自居的革命領導人，居然下令占領了學生起居的校園。這次

戒嚴令，雖然7月25日便又解除，韓國知識分子對朴正熙槍杆子政權的印象加深了。韓

國士大夫的反抗傳統是不太容易和這種搶幹當局融洽長久的。”47)在朴正熙當權不久的時

候，司馬已洞察到他的獨裁統治的危險和必將被推翻的命運，他的洞察可謂十分尖銳和

先見。

在兩次訪韓中司馬還作了另外一個公務以外的工作，那就是對韓國政治家內面與反

面的了解。第一次訪韓時他冒了大家的反對，訪問了朴正熙政治對手尹潽善。訪問的目

的就是“為了找尋出一些韓國政治上的特殊感覺和特殊氣氛。”48)尹潽善在1919年曾流亡

上海，參與了在上海組織的韓國臨時政府的工作。司馬對他的重視在于他的民主主義思

想上，司馬寫道：“尹先生就是在倫敦感染了一身民主政治的空氣，他希望他的祖國能夠

逐漸走上民主政治的光明大道。也就因此，1961年3月22日，當軍人執政團頒布一道

「政治活動淨化法」，企圖限制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政黨的自由活動時，他便毅然由總

統位置上辭職了。他是由權力寶座上走下來以反對軍人執政團的獨裁措置的。”49)尹潽善

在1963年的總統大選時雖然沒能當選，但他對朴正熙政治的批判卻是本著民主主義思想

的，司馬對尹潽善的政治態度是肯定的，同時也通過尹潽善的辭職指責了朴正熙獨裁統

治的弊病。

司馬的第一次訪韓是為了觀察韓國軍人執政團自稱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但他卻更多

地注意到了即將當選為大總統的朴正熙的反民主的一面。比如遊記中觸及到「政治活動

淨化法」，尹潽善的辭職，就是一個例子。他還提出一些資料指責“軍政府提高了間接的

消費稅和減低直接稅，是有利於資本家而不利於農民，以及去年改革幣制時的失敗，使

得廣大人民的生活更麴於痛苦”。50)因為軍政府的這些措施的失敗，在大總統選舉時朴正

熙的政敵尹潽善以454萬余票緊逼朴正熙，對此司馬指出：“這說明軍政府兩年半來的政

績並未獲得人民普遍的支持。”51) 第二次訪韓時他更關注了韓國人民對朴正熙政府頒布

的幾個法令的反抗，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反對日韓條約協商的學生運動外，他還介紹了韓

47) 《愛荷華秋深了》p191~p192。

48) 同上 p164。

49) 同上 p164。

50) 同上 p150。

51) 同上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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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媒體界反對「言論倫理法」的情況，提到韓國公報部部長李壽榮的辭職，他介紹了一

個韓國評論家的意見：“韓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便是反抗現實與批評現實的。(中略) 執政

者想要剝奪韓國報人這種自由，是不智的，也是危險的。”52)司馬通過介紹這些韓國知識

分子的意見，來反映他自己對他們的民主運動的贊同。

通過兩次訪韓他已對韓國的社會與政治局勢有了一個較深刻的認識。如何面對民眾

的民主自由的要求？如何打開韓國經濟上的困局？如何爭取美日的經濟援助？這些是當

時朴正熙政權面臨的重要問題。必然要給日後的韓國帶來巨大的風雨動亂。司馬說：“朴

正熙在這風雨中怎樣走法？走向哪里？老實說，這都是關係著整個亞洲的前途的！”53)他

已預料到了將要來臨的長達32年的軍人統治和韓國民眾百折不撓的民主主義運動，更重

要的是他把韓國的問題看成整個亞洲的問題，自然也抱闊臺灣，即做為東西冷戰標本的

韓國，今後該怎樣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化，正以正反兩面的現實成為亞洲各國的標本。

在警惕韓國軍人獨裁政治的時候，司馬必然會意識到臺灣國民黨政府的獨裁政治，早在

1949年就進入戒嚴狀態的臺灣，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與韓國十分相近。司馬如此重視韓

國，與他對臺灣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的認識有密切的關聯，或許他意圖以介紹和論述

韓國的現狀來暗示他對臺灣獨裁政治的危機感與批判。

五、司馬桑敦的韓國敘述的當今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證明韓半島與司馬桑敦的文學和思想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從抗日時期

到韓戰，再到60年代，司馬都一直關注著韓半島。這段歷史自然是亞洲各殖民地國家從

被殖民走向獨立的歷史，也是在經濟、文化上向後殖民過渡的過程。帝國中心的崩潰帶

來周邊國家的興起，這些周邊國家在重建自己的主體性過程中必然要經過種種難關，一

方面要與新興霸權抗爭，另一方面又要清洗和反利用依然存在的帝國文化。在這個過程

中，韓國和臺灣都可算是亞洲最典型的標本，60年代他們都是東西冷戰的重要交點，因

此司馬對韓國的重視完全基于現實的需要。他的《高麗狼》和韓國遊記都是他摸索周邊

52) 《愛荷華秋深了》p183。

53) 同上 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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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後殖民狀態下如何表現自己的主體性的嘗試。其中有對文化橫斷中的差異性的認

識，如《高麗狼》；也有表示「他山之石」意圖的，如，韓國遊記。但做為這些書寫嘗

試的思想基礎應是民主主義思想。今天，韓國和臺灣都突破了政治獨裁統治，走上民主

主義大道，然而南北分斷、兩岸隔絕的狀態還沒有得到解決。這些都證明了司馬當年的

預見是正確的，他提示的課題一半已完成，另一半還需努力。在50年代、60年代，司馬

就以後殖民的觀點及多元文化視角觀察和書寫了韓國，他的觀點和視野對今天我們的多

元性文化認識具有一定的先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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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Writer Simasangdun(司馬桑敦)'s Korea description

Rina Fujita

Simasangdun includes to Taiwan literature history. But, he roved missing the native

place with 'Outside'. had some life base: China northeast area, Taiwa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ough this, we can know truth of 'Driving out and wandering are

eternal subject of Taiwan literature'. Simasangdun's literary subject is consisted of driving

out and wandering mainly. Life site that change makes him contact the different nation,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made his reason richly.

Key words  Taiwan literature, Simasangdun, Driving out, wandering

투 고 일 : 2007년 9월 10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


